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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以全政府途徑與全社會途徑為分析框架，探討防衛韌性在

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制度特徵與演進邏輯。透過分析北歐與波羅的海國

家之實踐，歸納行動者配置與政策整合差異，作為檢視我國現況之基

準。研究發現，我國防衛韌性建構目前仍偏向行政主導之全政府途徑

模式，社會層級的制度化參與尚處初步階段。本文主張，防衛韌性的

深化關鍵不在於單一政策工具的擴張，而在於社會參與能否被穩定納

入治理架構、平時培力機制是否得以累積，以及民主制度中防衛議題

分歧的處理方式。建議政府可從行政動員轉向建立經濟誘因與公私夥

伴關係，將防衛責任內嵌於日常運作，逐步達成治理重心之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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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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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近年來，臺海安全局勢已成為印太區域，乃至全球政治關注的核

心議題。有關中國武力犯臺的手段，臺灣內部也有許多討論。1 2022
年 8月，中國解放軍實施「圍臺軍演」，展現了新的對臺軍事模式，
象徵其對臺軍事戰略可能進行調整。根據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CSIS）旗下的「中國
實力計畫」（China Power Project）於 2022年 8月與 2023年 11月
針對臺美雙方卸任官員與專家學者的訪談結果，多數受訪者認為封鎖

（blockade）或隔離（quarantine）是解放軍目前最有可能採取的對
臺軍事手段（Lin et al., 2022; Lin et al., 2024）。

許多美國智庫針對臺海安全局勢發布報告並示警（Martin et al., 
2022; Blumenthal et al., 2024; Kramer et al., 2024; Smith, 2024）。這
些研究報告指出，中國近期對臺的種種脅迫行為逐漸從傳統兩棲登陸

的全面進犯，轉向採取一種無需大舉入侵臺灣，僅透過平時的認知作

戰與對臺灣周邊的海空侵擾，必要時再配合軍演進行「隔離」手段，

就可能促使臺灣民眾要求政府接受中國拋出的和平統一進程，2024
年中國兩次「聯合利劍─ 2024A、B」軍演進一步凸顯了這一戰略的
急迫性。這種「低於戰爭脅迫行動」（short-of-war coercion course 
of action, SoWC COA）的模式，不僅降低了直接動用武力的風險，
還透過持續的施壓和認知作戰等混合威脅（hybrid threat）手段，削

1.	林正義（2023：288-290）認為臺海威脅的前線將來自臺灣的西南海空域、
巴士海峽及由此向東延伸的菲律賓海，故中國極可能占領東沙島，進一

步跨越第一島鏈。李喜明（2022：86）認為，中國對臺用兵的可能手段
為：1.海空軍軍事威懾；2.遠距聯合火力打擊；3.奪取外島；4.海空封鎖；
5. 三棲登陸全面犯臺。中國現已具備前四種能力，然若臺灣人民不願屈
服，透過這四種方式無法達到統一的目的，則第五種採取三棲登陸全面

犯臺將是唯一，也是終極的手段。有關中國會採取隔離、封鎖或三棲登

陸全面犯臺手段的辯論可參考（郁瑞麟，2024：1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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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臺灣社會的心理韌性與防衛意志（Blumenthal et al., 2024）。然
而，此類威脅所帶來的挑戰，並非僅止於軍事層面，而在於既有以政

府為中心的治理模式，是否足以支撐長期的社會承受力與民主正當

性。

國際經驗顯示，在面對類似的混合威脅時，許多國家已採取

「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 WoG）與「全社會」（Whole-
of-Society, WoS）途徑，透過政府機構、企業、媒體、公民社會的協
作，共同提升國家韌性，確保在危機發生時能迅速應變並降低衝擊。

例如，烏克蘭在俄烏戰爭爆發後，不僅軍事上頑強抵抗阻止俄軍入

侵，更透過團結、適應性及強大的公民參與展現社會韌性。其維持國

家與社會韌性之關鍵在於公民社會的積極自我組織與自助能力，以及

政府、民間組織與企業之間的緊密合作（Reznikova & Korniievskyi, 
2024: 113-133）。除了戰爭第一線的烏克蘭，其他歐洲國家亦面臨
來自俄羅斯的混合威脅。2024 年，歐盟對外事務部發布首份《外
國資訊操弄干擾報告》（Foreign Information Manipulation and 
Interference, FIMI），指出俄羅斯與中國透過資訊戰影響歐洲輿論，
合理化俄羅斯對烏克蘭的侵略行為，並削弱民主機構的可信度，進而

在歐洲社會內部製造分裂與極化，當務之急是建立民間社會韌性，以

因應迫切情勢（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 2024）。這些國際
經驗皆強調了面對混合威脅時，亟需強化國內的協同合作與國民防衛

意識，提升國家整體韌性，應對未來可能的挑戰。

我國於 2024年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標誌著防衛治
理模式的重大轉向，展現國家正視中共混合威脅並強化社會韌性之決

心。2本文旨在借鑑國際全社會韌性的理論架構與實踐經驗，檢視臺灣

2.	關於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的設置，外界與學界亦存在對其制度層級與

實效之質疑，主要集中於其與行政院及旗下國土安全辦公室（簡稱國土

辦）之權責重疊問題。就法制面而言，委員會定位於總統府下之諮詢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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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的整備現狀，並提出臺灣邁向全社會途徑防衛韌性的發展架構，

以供政策制定與實務推動參考。本文所稱之邁向全社會途徑，並非指

全政府途徑之取代或否定，而是指在既有政府主導的防衛架構下，逐

步調整治理重心與角色分工，擴大民間社會之參與能動性，使全政府

與全社會兩種途徑得以並行互補，共同強化防衛韌性。

貳、防衛韌性治理的理論基礎

簡以榮（Ivan J. Kanapathy）3（2024: 120）指出，無論「隔離」
或「封鎖」是否會發生，臺灣都必須為這類緊急情況做好準備。提升

社會韌性不僅有助於應對這類威脅，也能增強臺灣自我防禦之能力。

當臺灣面臨「隔離」、「封鎖」，甚至「入侵」時，能源、糧食、

醫療物資等關鍵資源的供應可能受到嚴重干擾，進而導致民生與經

濟秩序的混亂，甚至癱瘓。在這種情境下，如何確保社會維持基本運

作，並在危機過後迅速恢復秩序，將成為全社會防衛韌性（Whole-of-
Society Defense Resilience）的核心挑戰。4

層協調平臺，側重於跨領域整合與社會對話；而行政院及其所轄之國土

辦，則維持其憲法賦予之行政執行權，主導關鍵基礎設施防護與災害應

變之實務運作。至於其實效之發揮，並非取決於是否具備行政裁量權，

而在於其能否透過高層政治動員，將權責所轄轉化為一致性的目標，並

經由行政院體系轉化為具體的行政命令。

3.	簡以榮為美國安全政策專家，2018年至 2021年間曾於美國國家安全會議
擔任中國、臺灣與蒙古事務主任及亞洲事務副資深主任。自 2025年 1月
起擔任國家安全會議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負責中國、臺灣及印太安全政

策之規畫與跨部門協調。此前曾任哈德遜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資深
研究員及燈塔全球戰略（Beacon Global Strategies）副總裁，專注於印太
安全與臺海戰略研究。

4.	本文為了配合目前強化臺灣地區防衛韌性的施政重點，僅針對臺灣的防

衛韌性而未論及奪取外島的想定狀況，這並不是代表中國不可能奪取外

島。另本文所建議的全社會途徑強化防衛韌性，即呼籲強化公民主動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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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會防衛韌性由「全社會」、「防衛」（defense）與「韌性」
（resilience）三個核心概念組成，這些概念本身並非新創，但其組合
反映了當代國家安全與社會穩定的新興挑戰，並提供了一種跨領域的

防禦與適應架構。

一、韌性作為治理能力：從回復到適應

近年來，韌性概念已廣泛應用於各領域。其最早起源於 1970
年代的系統生態學，用來描述生態系統在面對外部干擾或壓力（如

氣候變遷或災害）時，仍能維持其基本結構、功能與自我調節能力

（Walker & Cooper, 2011: 143-160）。隨著全球局勢日趨複雜，韌性
的應用範圍逐步擴展至社會科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領域，成為國家

安全與社會穩定的重要議題。

韌性最基本的意涵是面對壓力時的適應與恢復能力，布爾博

（Philippe Bourbeau）（2013: 13-17）使用類型學分析，將韌性概念
劃分為三種類型：維持（maintenance）、邊際（marginality）與更
新（renewal）。這三種類型分別對應於不同的韌性表現模式，涵蓋
了維持現狀，在政策與結構邊界內作出調整，乃至於設定新目標、

重塑既有結構的適應能力。這表明韌性不僅是一種防禦機制，更是

一種動態調適的過程，使系統能夠在遭受攻擊或壓力後迅速恢復，

並保持正向適應軌跡（Norris et al., 2008: 130）。康佛特（Louise K. 
Comfort）等學者（Comfort et al., 2010: 9）進一步指出，韌性本質上
具有正向屬性，即系統能夠主動調適，維持穩定性，並在變局中尋求

優化。這種適應能力不僅限於軍事層面，也涵蓋社會、經濟與政治等

多個層面（Andžāns et al., 2021: 21-23）。
在國內安全與社會發展的框架下，韌性主要涉及政府與社會

如何應對危機，以維持社會運作與秩序穩定。美國大西洋理事會

與以強化韌性，應同樣適用於強化外島地區的防衛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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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lantic Council）將韌性定義為：一個國家理解、應對、回應及從
任何類型的國家安全風險中恢復的能力（Kramer et al., 2024: 2）。
此概念強調，韌性不僅限於基礎設施與資源儲備等物理層面，更涵蓋

心理與社會層面，即個體、社群與整體社會如何透過教育、社會信任

與社會資本來強化應變能力，以在危機中展現承受力與恢復力。

在國際安全研究領域中，韌性與國家安全策略密切相關，特別

是在面對外部威脅時，韌性已成為應對恐怖主義、網路戰、混合戰

等非傳統安全挑戰的重要機制。九一一恐怖攻擊事件後，學界與政策

制定者開始高度關注韌性在國家安全中的角色，並將其視為降低衝

擊、強化應變能力的關鍵策略（Spilerman & Stecklov, 2009: 167-189; 
Coaffee & Rogers, 2008: 101-118）。因為從內涵來看，韌性涉及內
部安全與外部安全之間的界線模糊化，難以只依賴政府治理，也超越

了軍事範疇。一個具有韌性的國家不僅能夠在意外發生時迅速恢復，

而且還需確保維持最低水準的基本服務以維護公民安全並保持社會穩

定。為達此目的，費德（Christian Fjäder）（2014: 127-128）建議國
家應明確說明在不確定性威脅或災難發生的前、中、後各階段的應對

措施及潛在風險。此外，在採取保護措施以應對威脅時，政府應考量

因資源配置順序可能導致的排擠效應，例如優先保護特定關鍵基礎設

施時對不同利害關係人的影響。政府應以此為基礎，與公民重新建立

一套基於互信與責任分擔的社會契約。

二、防衛韌性的治理意涵：抵抗、動員與社會承受力

美軍於 2020年頒布的《抵抗作戰概念》（Resistance Operating 
Concept），將防衛與韌性概念連結，並賦予新意。該書將韌性定義
為：一個社會的韌性有助於威懾，並支持包括抵抗以恢復國家主權在

內的國防規畫，以及最終在抵抗後恢復主權。通常，社會的生存能力

和耐久性也可以準確地描述這一術語。本質上，韌性是人民維持他們

現有成果之意志，即抵抗外部壓力或從這些壓力與影響中恢復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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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能力（Fiala, 2020: 5）。該書指出，在傳統防衛環境中，政府與軍
隊是在民眾的支持下對敵人採取行動。不論是抵抗（resistance）或
全民防衛（total defense），民眾均成為關鍵行動者，為有組織的抵
抗運動提供必要的支援。此外，無論是自主積極參與反抗行動，或採

取非暴力抵抗，這些行為皆有助於在全面防禦框架下支撐國家運作，

並最終恢復國家主權（Fiala, 2020: 7-17）。雖然抵抗包含了防衛與
韌性的概念，但必須注意的是，抵抗和韌性仍具有不同的意涵，抵抗

是指社會動員資源以應對即時壓力，確保系統恢復到事件發生前的狀

態，而韌性則強調建立新常態後，具有能力應對長期壓力的適應性

和靈活性，避免因抵抗而導致的系統功能僵化或失調（Norris et al., 
2009: 2194-2195）。

三、社會韌性：從危機復原到建立新常態

社會韌性被定義為一個國家（社會）在面對內部和外部壓力時，

保持社會持續運作的能力。這意味著社會能夠在遭遇災難、經濟衝擊

或其他重大挑戰時，保持其基本功能和結構。社會韌性強調社會成員

之間的互動和合作，這使得社會能夠在逆境中共同應對，並最終恢復

到一種「新的正常狀態」（new normalcy）（Buzzanell, 2010: 4），
它強調社會成員之間的凝聚力、資源的有效動員、適應能力及從危

機中學習和創新的能力（Jermalavičius & Parmak, 2018: 23-46）。
前以色列准將埃爾朗（Meir Elran）博士使用「向前反彈」（bounce 
forward）一詞，或許更能生動地描述社會韌性的特性，他指出，韌
性不僅僅是回復或復甦，也將系統功能提升到更高的水準（Elran et 
al., 2023）。例如，在疫情期間臺灣民間社會不僅在危機中持續正常
生活，透過許多系統可即時掌握重要資訊，使公民能夠繼續並有效率

地履行職責，此種能力可被視為民間社會韌性（Yen, 2024）。林宗
弘（2022：241）從歷史制度論觀點指出，社會韌性可否形成「制度
韌性」，關鍵在於國家能力與公民社會動員之間的互動關係。在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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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下，活躍的公民社會透過監督與動員促使國家提升治理能力，而

國家能力的強化又進一步促進制度回應效率，形成正向循環。

四、防衛韌性的兩種治理途徑：全政府與全社會

隨著全球面臨的挑戰（如氣候變遷、疫情和安全威脅）增加，社

會韌性的重要性更為顯現。歐洲國家多主張政府和社會各界應採取全

政府和全社會途徑的合作模式，以增強應對能力和韌性。

（一） 全政府途徑：強調政府內各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以確保能夠
有效應對各類挑戰與危機。此途徑認為政策的一致性與資源的

最佳配置，能促進跨部門合作，以提升政府的整體應變能力

（Christensen & Lægreid, 2007: 1059-1066; Juurvee, 2021: 35-
46）。

（二） 全社會途徑：強調政府、非政府組織（NGOs）、企業、公民
等多方共同參與，以社會的整體參與和責任，推動社會的整體

動員與協作。此途徑認為只有透過集體行動與跨部門合作，

才能有效應對現代社會的多重威脅（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et al., 2011; Wigell et al., 2021）。
簡言之，全政府途徑強調由政府主導的協調合作，採取自上而下

的發展模式；相較之下，全社會途徑則強調公民的直接參與，屬於自

下而上或同步推進的發展模式。需要強調的是，全政府與全社會途徑

並非線性演進的前後階段，而是可依各國國情與威脅型態進行不同配

置，同時並行運作的治理途徑；實務經驗顯示，部分國家可能在特定

政策領域中逐步擴大社會參與，但此一過程並不意味全政府途徑的退

場或取代。

從發展進程而言，全政府和全社會途徑之理念不僅適用於國家內

部治理，也已成為國際安全架構的重要原則。例如，北約自 2014年
起將韌性納入核心戰略，並在「北約 2030改革議程」（NATO 2030: 
United for a New Era）中強調，軍事能力高度依賴基礎設施、能源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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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等民生資源的穩定（NATO, 2020）。此外，提升韌性須加強社
會內部的凝聚力，不應將民眾視為單純的受害者或保護對象，而應視

為構建韌性社會的關鍵環節（Praks, 2015）。同樣地，歐盟在 2025
年發布的《歐盟整備聯盟戰略》（EU Preparedness Union Strategy）
也強調全社會韌性，推動公民預備機制，以應對公共衛生、能源安全

及威權侵略等可能挑戰。

綜上，我國於 2024年提出之「全社會防衛韌性」概念，乃因應
長期面對中國軍事威脅、經濟施壓與資訊戰滲透的現實處境。全社會

一詞的意義奠基於民間社會的高度自主性與組織動員能力，強化公民

參與，並藉由後備動員與基層社區組織，提高社會整體的應變能力；

另外，更須具備抵抗敵對勢力滲透與脅迫的防衛能力，形成一種融合

「抵抗」與「韌性」的全民防衛架構。

參、 防衛韌性的治理實踐：全社會與全政府途徑的國
際經驗

在探討強鄰環伺下的國家生存策略時，以色列經常作為典型案

例。自 1948年建國以來，以色列便處於高壓的地緣政治環境，經歷
數次中東戰爭，而近期更面臨來自哈瑪斯、黎巴嫩真主黨及伊朗代

理人等安全威脅（Hadar & Häkkinen, 2020: 189-190; Gaiser, 2014: 
36-37）。以色列的國家安全成為首要議題，其強大的軍隊是確保生
存的關鍵因素。以色列是已開發國家中，國防預算占 GDP比例與人
均支出最高的國家。其軍隊由約 17萬名現役軍人及龐大的預備役組
成，動員後總兵力可達 67萬，展現出極高的戰鬥準備狀態。「整個
民族都是一支軍隊，整個國家都是前線」是以色列建國以來軍隊與國

家深厚認同的理念。在普遍徵兵制下，以色列國防軍（Israel Defense 
Forces, IDF）於國家體制中扮演關鍵角色，軍事與民間生活之間界線
模糊，塑造出強烈的「軍民一體化」結構（Horowitz & Lissak,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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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此外，軍隊的專業知識和信譽對政治決策，特別是國家安全
問題，具有重大影響，形成獨特的政治文化（Gaiser, 2014: 51）。有
學者或智庫建議臺灣學習以色列模式以提升防衛能量，然而，以色列

擁有獨特的軍事社會化傳統，且國防政策優先於其他治理需求，這與

臺灣的國情有所不同。相比之下，臺灣尚未面臨長期戰爭或來自非國

家行為者的攻擊，軍事在社會與政治發展中的角色相對有限。因此，

儘管以色列的軍事建國模式強化了國家生存能力，但高昂的國防預算

和大規模徵兵恐怕尚不易在臺灣實施。

基於上述差異，本文並未以以色列作為主要比較對象，而是轉而

關注歐洲民主國家在面對強權威脅時，如何在維持民主治理與社會正

常運作的前提下，逐步發展出不同形式的「全政府」或「全社會」防

衛韌性模式。芬蘭、瑞典及波羅的海國家雖然在國內條件與政策路徑

上各有差異，卻共同長期處於安全壓力之下，並累積了將防衛議題納

入日常治理與社會運作的制度經驗，因而成為本文後續分析的重點案

例。

必須強調的是，無論採取何種防衛韌性模式，政府與社會如何

在面對威脅時形成共識，始終是一項高度困難的治理課題。民眾對於

戰爭的發生、如何準備及如何因應很難達成一致的共識，舉例來說，

俄羅斯曾分別在 2008 年和 2014 年侵略喬治亞和併吞克里米亞，但
當時除了前華沙公約組織國家大聲疾呼外，其他北約成員國多數未認

知俄羅斯威脅之嚴重性（Grady, 2022）。2022年 2月，俄羅斯發動
特別軍事行動前，烏克蘭人民亦缺乏危機意識，甚至已有超過 15萬
俄羅斯軍隊在被吞併的克里米亞和鄰國白俄羅斯的邊境沿線集結，情

勢緊張，也僅有 20.4% 的烏克蘭人認為俄羅斯會發動「全面入侵」
（Mirovalev, 2022; Lister & Ward, 2022）。此類經驗顯示，防衛韌性
的建構往往涉及長期的制度調整與社會溝通，其成效難以透過短期動

員迅速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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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全社會途徑的防衛韌性治理：北歐國家的制度化
實踐

本文為比較不同國家在全政府與全社會防衛韌性途徑下的治理差

異，並非以政策部門或行政分工為分析單位，而是依據防衛韌性實踐

對社會介入深度的不同，區分為國防、民生與民主三個層面。此一劃

分旨在觀察各國如何從軍事防衛擴展至關鍵社會功能維持，乃至民主

治理與社會信任層次的調整。儘管科技、經濟或社會等分類方式亦常

見於國家發展或安全研究中，但本文關注的核心在於防衛韌性治理如

何逐步延伸至社會運作與民主制度本身，故選擇以能夠呈現治理邏輯

變化與社會影響程度的分析層面，作為比較架構。

（一）國防層面

瑞典與芬蘭防衛韌性模式的形成，深受其長期維持軍事不結盟與

中立政策之歷史經驗所形塑。此一路徑逐漸內化為兩國的核心世界觀

與國家自我認同（sense of self），使其在面對地緣政治環境劇變時，
得以動員長期累積的國防文化進行制度調整與政策轉型（Michalski 
et al., 2024: 139）。在此脈絡下，瑞典發展出高度制度整合的全面防
衛體系，將安全考量系統性地納入公共住宅、醫療保健、道路建設與

供應管理等政策領域，使公共設施在設計階段即同時兼顧福利與防衛

需求，並將社會福利體系轉化為具備韌性功能的防衛基礎，以提升

危機情境下的社會動員與資源轉換能力（Lundin & Stenlås, 2010: 10-
15）。

透過系統性的威脅評估、明確劃分各部門的應變責任、建立跨部

門與跨領域的協作機制，並制定具體的準備標準與時程，瑞典與芬蘭

得以全面提升國家的危機應變能力，以及社會的復原力與心理韌性。

此一「全國一致為戰爭做準備」的國防文化，奠基於高度統合的政治

共識之上，其共識基礎涵蓋政治領導階層、工業界與勞工組織，普遍

認為維持強大軍事能力屬於國家存續的必要條件，而國防議題亦往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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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意被排除於日常政黨競爭之外，以降低政治爭議對安全政策的干擾

（Larsson, 2021: 53）。
此一國防文化在冷戰結束後並未出現根本性轉折，而是透過制度

調整持續延伸。政府逐步強化公私合作夥伴關係，使私部門與民間行

動者成為整體安全治理體系中的關鍵組成部分，以因應日益複雜的社

會安全挑戰（Sundelius & Eldeblad, 2023: 100-101）。因此，瑞典與
芬蘭的防衛模式並非短期政策選擇，而是根源於其在二戰與冷戰期間

逐步累積的歷史經驗與社會基礎（Larsson & Rhinard, 2021: 6-8）。
此外，兩國在獨立與戰後初期並未將加入共同防衛組織視為前

提，而是優先投入自我防衛能力的長期建構，使其國防發展呈現持

續投資與技術累積的特徵。以瑞典為例，其於冷戰時期即已具備全球

領先的空軍科技實力（Lundin & Stenlås, 2010: 13）；芬蘭則在兩次
對蘇戰爭的歷史經驗中，形塑出高度凝聚的保衛意識，並建立社會

普遍支持的大規模義務兵役制度，成為其軍事防禦體系的核心支柱

（Hadar & Häkkinen, 2020: 190）。5

（二）民生層面

瑞典與芬蘭政府高度重視公民對緊急情況、危機，乃至戰爭情境

之準備責任，並將其視為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基礎。北歐與波羅的海國

家安全研究指出，此類公民準備措施的核心目的，並非即時動員全民

投入防衛行動，而是透過日常化、去政治化的制度設計，將防衛責任

內嵌於民眾的生活實踐之中，使社會在危機發生前即具備基本的認知

一致性與行動基礎。

芬蘭於 2017年《社會安全戰略》中進一步明確界定社會應對危

5.	持續的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特別是俄烏戰爭，從根本上改變了瑞典與芬

蘭的安全環境，兩國先後於 2024年加入北約，並大幅增加國防預算。不
過，這並沒有讓芬蘭與瑞典喪失社會的主動性，仍然屬於全社會途徑之

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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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的基本原則，強調整合政府部門、地方單位、私人企業與全體國

民，以提升資源配置與治理效率（Aaltola & Juntunen, 2018: 27）。
在此制度架構下，芬蘭透過社區參與及志願者網絡強化社會韌性，其

志願體系著重於平時的訓練與組織化參與，以累積跨部門與跨社群

之間的信任關係，使非政府行動者在危機情境下得以有效銜接官方體

系，而非取代國家權責（Hyvönen & Juntunen, 2021: 168-169）。例
如，芬蘭紅十字會、國防訓練協會與婦女國家應急準備協會等組織長

期提供急救、心理支援與應變訓練；自 2022年以來，相關課程參與
人數更創下新高，顯示社會大眾不僅具備高度參與意願，亦持續培

養實際應對能力（Turvallisuuskomitea, 2024）。此外，為增加私部
門參與的誘因，芬蘭透過「國家緊急供應局」（National Emergency 
Supply Agency, NESA）建立了一套結合市場運作與安全儲備的制度
機制，並運用「國家緊急供應基金」（National Emergency Supply 
Fund），平時向能源用戶徵收微額費用累積資金，專款專用於補貼
參與國家儲備的私人企業（National Emergency Supply Agency, 2024: 
33-34）。

值得注意的是，志願防衛與社區安全組織多半被納入明確的法

律與行政框架之下，其角色定位以支援與補位為原則，維持防衛參

與的去政治化與專業化特性。以歷史悠久的「瑞典女子志願防衛隊」

（Svenska Lottakåren）為例，該組織透過與瑞典武裝部隊及緊急事
務局簽署法律合約，將民間女性力量制度化地整合進國家防衛體系。

其成員平時接受國防部認證的後勤、通訊與醫療專業訓練，戰時則轉

化為支援軍事運作的專業輔助力量（Berling & Petersen, 2021: 136-
140）。此類由法律保障的「平戰轉換」機制，不僅確保志願組織的功
能穩定性，也使其在民主體制下得以持續發揮去政治化的社會韌性能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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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民主層面

北歐國家的社會福利體系也有助於減少社會分裂，使少數族群能

更好地融入社會，成為國家團結的關鍵（Raitasalo, 2023: 83-85）。
該體系在面臨社會重大危難時有完善的社會網絡及時加以應變，例

如芬蘭將韌性解讀為一種願意承受重大苦難、維持社會基本功能及

凝聚力，並可最終迅速有效地恢復到危機前狀態的能力（Hyvönen & 
Juntunen, 2021: 167-171）。此一對韌性的理解，隱含一項重要的民
主治理前提：唯有具備高度社會信任與制度包容的條件，政府才能在

不過度安全化社會差異的情況下，推動廣泛的防衛準備與社會參與，

避免防衛政策反向侵蝕民主正當性。這些也有賴於教育層面之努力，

故芬蘭從學校教育著手，包括國家復原力和國防課程，全面概述國家

的外交、安全和國防政策，改善社會不同部門之間的合作，令社會大

部分民眾願意作出貢獻並將「準備好參與」國防活動。

瑞典的社會民主模式提供高水準的教育、醫療、養老和勞動市

場支持，使不同階層的人民擁有相對平等的機會。然而自歐洲難民

危機後，大量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進入瑞典，在外國出生人口比例

逾 17% 的情況下，多語言與跨文化社會使傳統安全治理面臨挑戰。
對此，瑞典逐步將國家安全重心轉向「社會安全」，強調維護社會關

鍵功能、民主制度與公共秩序。其治理邏輯並非僅依賴政府部門，而

是透過包容政府以外的利害關係人，並強化不同層次群體的參與，以

提升整體社會的安全承載與抵抗能力（Sundelius & Eldeblad, 2023: 
101-103）。由上述芬蘭與瑞典的經驗顯示，全社會防衛韌性並非源
自單一政策工具，而是建立在福利國家制度、去政治化的防衛共識，

以及長期嵌入日常治理的綜合安全架構之上。

二、 全政府途徑下的防衛韌性轉型：波羅的海國家的
治理回應

相較於芬蘭與瑞典，同樣受到俄羅斯威脅的波羅的海國家：愛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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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亞、拉脫維亞與立陶宛，其社會韌性防衛政策的成熟度較低，屬於

偏重以政府為主導，並由民間配合的全政府模式。共通之處包括歷史

上，三個國家於 20世紀被蘇聯占領長達約 50年（1940-1991），期
間許多蘇聯民眾遷入並融合，有複雜的歷史與血緣關係。這些存留境

內的俄語群體（包括了俄裔與其他俄語族群，如烏克蘭人和白俄羅斯

人），在身分認同及社會地位感知上具有疏離感，不利社會凝聚。6

制度上，波羅的海三國與俄羅斯國力相差甚遠，軍事資源上處於明顯

劣勢。為了尋求安全保障，該三國獨立後優先選擇加入北約的共同防

衛組織，卻也因此降低了自我防衛韌性的決心。真正的轉折發生在

2014年克里米亞危機與 2022年的俄烏戰爭，來自俄羅斯的外部威脅
壓力升高，促使它們重新評估自身的國防策略；北約也進一步督促波

羅的海盟國必須調整國內軍務及防衛韌性，共同面對可能的危機。

（一）國防層面

愛沙尼亞自 2014年起將國防預算提升至 GDP的 2%，達成北約
要求的標準，並於 2023年進一步提高至 2.85%；同時，其國防軍規
模亦由約 21,000人擴充至 25,000人，反映該國對常備兵力與動員體
系並行發展的重視。依據《2017-2026 年國防發展規畫》，愛沙尼亞
的防衛能力建構不僅聚焦於傳統軍事戰力的提升，亦涵蓋強化友盟

支援能力、空中監視體系、網路防禦司令部的建立，以及對國防聯

盟、愛國主義教育、研發活動與國防工業部門的制度性投資，呈現出

結合軍事、產業與社會動員的整合型防衛思維（Lawrence, 2023: 19-
37）。

6.	學者透過兩輪的深度訪談發現，社會分歧確實存在於這些俄裔群體和其

他國民之間，例如愛沙尼亞族受訪者經常表示，無法講流利愛語的俄裔

愛沙尼亞人仍然被認為是俄羅斯人，並被視為「不是真正的」公民，更

有甚者，常被懷疑是國家內部奸細或潛在游擊軍。也有年輕愛沙尼亞群

體表示，「感謝北約的保護，但請停止告訴我，我的奶奶是敵人」，相

關社會分裂討論請見（Magnuson et al., 2022: 4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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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陶宛的國防預算亦出現明顯轉向，由 2014 年僅占 GDP 的
0.8%，提升至 2022年的 2.52%，並於 2023年持續維持在 2.5%以上
的水準。其防衛政策明確將國家安全視為整體社會的共同責任，要求

公民、企業與各類社會組織共同參與防衛準備，並以「平時的社會韌

性」與「衝突時的國家防護」作為兩大核心目標。此一設計意在確保

重大危機或衝突發生時，社會不僅具備基本的自我組織能力，亦能有

效支援國家武裝部隊的行動（Bankauskaitė & Šlekys, 2023: 58-59）。
拉脫維亞同樣在 2014年後大幅提高國防支出，由 GDP 的 0.9%

增至 2022年的 2.52%。在制度層面，國會要求國防部定期更新《國
家防衛構想》，並透過國會審查使其成為實施綜合防衛的法律框架。

該構想區分為平時、情勢升高與戰時三個階段，分別界定戰略目標、

基本原則與優先事項，並具體列出軍事行動方式、資源配置，以及其

他政府部會、公共機構與民眾在各階段所應承擔的準備責任。其採取

相對去中心化的實施方式，透過明確的職責分工，確保不同層級與部

門能因應多元國防需求（Bērziņš, 2023: 40）。
整體而言，波羅的海三國在顯著提升國防預算的同時，並未將安

全完全外包於北約集體防衛體系，而是透過法律制度、組織設計與社

會動員機制的逐步調整，嘗試建立具備長期永續性的國家防衛韌性。

（二）民生層面

在民生與經濟安全層面，波羅的海三國普遍將降低對俄羅斯的

結構性依賴，並視此為防衛韌性建構的重要環節。以愛沙尼亞為例，

其國家經濟與能源政策明確設定避免俄羅斯經濟干預的戰略目標，透

過能源多元化與區域整合同步推進能源自主。愛沙尼亞長期開發國內

頁岩油資源，使其電力供應中約九成可由國內滿足，顯著降低對外依

賴；同時，藉由「Estlink 1」與「Estlink 2」海底電纜及其他歐盟國
家整合電力基礎設施，強化跨國能源互聯互通。此外，其可再生能源

消耗占比約為歐盟平均水準的兩倍，進一步減少對石化燃料的依賴，

提升能源體系的整體韌性（Lawrence, 2023: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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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則採取逐步切斷與俄羅斯能源網絡連結、轉向歐洲能源

體系的策略，並以制度性準備確保危機期間的經濟運作能力。其在因

庫卡恩斯市（Inčukalns）建置大型天然氣儲存設施，以作為緊急狀
況下的戰略備援，同時推動接入歐洲電力供應網，並優先確保員工規

模較大的關鍵企業在危機與戰爭期間能維持營運。此外，政府亦建立

戰略儲備制度，針對糧食、藥品與基本原料實施出口管制，並對企業

指定動員任務，以保障關鍵基礎設施的持續運作（Bērziņš, 2023: 44-
45）。

立陶宛在 2022年 5月全面停止自俄羅斯進口天然氣、電力與石
油，成為首個採取此一措施的歐洲國家，其能源政策轉向尤為明確。

除將約八成液化天然氣改由美國進口外，立陶宛亦於 2022 年完成
波蘭—立陶宛天然氣中繼線（Gas Interconnection Poland-Lithuania, 
GIPL），透過全長 508 公里的雙向管線，將國內天然氣體系與波蘭
及其他歐洲國家連結，顯著提升能源調度彈性。在長期規畫上，立

陶宛設定於 2030年達成電力供需自給的戰略目標，其中約九成以上
將來自可再生能源，藉以強化能源安全與經濟韌性（Bankauskaitė & 
Šlekys, 2023: 65-67）。

（三）民主層面

根據研究，波羅的海國家的俄裔國民有較低的捍衛國家意願，

這讓俄羅斯有機會進行干預，破壞該國家治理的合法性並深化社會

分裂（Andžāns, 2022: 53-55; Bajarūnas, 2026: 23-35）。即便在俄裔
人口比例不足 5%的立陶宛，俄羅斯仍持續操作「小立陶宛」與「大
俄羅斯」等敘事，影響社會心理預期；若公眾普遍形成對軍事防衛

前景的悲觀認知，可能進一步削弱抵抗意志，使抵抗行動被視為徒

勞（Gajauskaitė, 2021: 58-59）。在此背景下，公民身分與語言政策
成為族群分裂的重要焦點。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於獨立後採取較為

嚴格的語言與歸化制度，俄羅斯長期藉此指控兩國「邊緣化俄語族

群」，並塑造「二等公民」的對外敘事。以愛沙尼亞東北部城市納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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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Narva）為例，其俄語人口比例逾九成，常被視為資訊與身分認
同上較易受外部影響的區域。此類族群結構為俄羅斯資訊戰提供切入

點，使其得以透過俄語媒體與社群平臺（如 Telegram、TikTok）散布
質疑歷史記憶、歐盟與北約成員國資格及國家權威的敘事，並結合蘇

聯時期懷舊情緒，形塑與主流社會相對分離的認知環境（Magnuson 
et al., 2022: 27-52; Bajarūnas, 2026: 29-32）。

在 2014 年克里米亞危機與 2022 年俄烏戰爭後，波羅的海三國
逐漸意識到，防務不再僅是軍事部門的任務，而是一項涵蓋國防、民

生與民主治理的整體轉型課題。為因應社會分裂風險，愛沙尼亞開始

推動包容性社會制度，強化少數族群參與、促進跨文化交流，並透過

檢視歧視性法令與深化公民教育，提升社會凝聚力與民主制度韌性

（Magnuson et al., 2022: 27-52）。立陶宛則透過公民參與計畫與媒
體素養政策，強化公民社會在治理中的角色，特別針對俄語社群所面

臨的錯誤訊息與外部宣傳風險加以回應（Tekorius, 2026: 69-72）。
拉脫維亞長期面對俄羅斯透過政治、社會與資訊管道施加影響的壓

力，因而著重提升社會對資訊與心理戰的應對能力，並擴大社會參與

以鞏固社會團結（Bērziņš, 2023: 46-49）。
綜合上述經驗可見，芬蘭、瑞典與波羅的海三國在防衛韌性的制

度設計與治理實踐上，呈現出不同的政策側重與運作方式。前者較早

將防衛準備延伸至社會層級，後者則是在近年安全情勢變化下，逐步

調整以政府主導為核心的防衛治理架構。其核心特徵，請見表 1。

表 1　全政府途徑與全社會途徑之比較
比較面向 全政府途徑（WoG） 全社會途徑（WoS）

治理權責與行動主題 政府主導，社會角色從屬 政府與社會多方協作治理網絡

公民角色定位 配合政策行動，受保護者 具自主能動性之個體

社會動員方式 以危機為起點的臨時動員 以平時為基礎的制度化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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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較面向 全政府途徑（WoG） 全社會途徑（WoS）

防衛韌性重心 國家的動員與應變能力 社會整體的承受力、適應力與回復力

經驗案例 波羅的海三國 芬蘭、瑞典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綜合上述案例可見，全政府與全社會途徑並非單純的政策選項

差異，而是反映防衛韌性治理中「社會介入深度」與「行動者配置

邏輯」的不同。同時，兩種途徑也並非無法相容，例如側重全社會途

徑的瑞典，於 2018年由緊急事務局向全國家庭發放《如果危機或戰
爭來臨》手冊，內容涵蓋假訊息識別、糧食與水源儲備、極端氣候因

應，以及恐怖攻擊與軍事衝突時的行動指引。由政府編纂並發放手冊

雖屬於全政府途徑，但有賴於瑞典長期累積的國防文化，使得該國民

眾在收到手冊時鮮少出現排斥的聲浪。倫丁（Per Lundin）與斯坦拉
斯（Niklas Stenlås）（Lundin & Stenlås, 2010: 10-15）指出，該手冊
並非單次宣導工具，而是瑞典「全面防衛」體系中公民準備制度的一

環，其內容會隨安全環境調整，並與地方治理、教育體系及公共演練

相互連結，以強化民眾的實際行動能力。至於波羅的海國家，雖然在

韌性治理上偏向政府主導的全政府途徑，但其所具備的民間自主防衛

力量，亦顯現出全社會途徑特徵。為進一步理解兩者治理差異，並作

為檢視臺灣現行防衛韌性制度的分析基準，下文將以表 1所呈現之比
較架構，轉而檢視臺灣防衛韌性治理的現況。

肆、臺灣防衛韌性治理的制度現況

本部分轉而檢視臺灣在全社會防衛韌性建構上的制度實踐與治

理現況。整體而言，臺灣當前是以全政府途徑為主的防衛韌性治理模

式，並非源於單一政策選擇，而是長期在安全威脅、重大災害與行政

改革經驗中逐步累積的結果。冷戰後，臺灣全民防衛動員體系逐漸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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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時動員導向轉為行政體系主導與強調平戰整合的運作模式，近年成

立的全民防衛動員署正是此一制度轉型的具體體現，其功能重點在於

跨部會協調與程序整合，而非直接動員社會行動者。

同時，國土安全與災害防救體系的發展，亦顯示政府在面對複合

型風險時，傾向透過組織重整與權責劃分來強化應變能力。此類制度

安排有效提升行政協調效率，卻也使防衛與韌性治理長期以行政體系

為中心運作，社會層級多被定位為支援角色。此一制度路徑，有助於

理解臺灣推動防衛韌性時，為何自然採取以全政府途徑為核心的治理

邏輯。

在此制度背景下，2024 年 6 月我國政府成立「全社會防衛韌性
委員會」，作為統籌跨部門防衛與韌性政策的制度性平臺。該委員會

透過定期會議與桌上推演（Table Top Exercise, TTX），檢視不同危
機情境下政府與社會體系的協調與應變機制，其政策重點涵蓋民力運

用、戰略物資、能源與關鍵基礎設施、社會福利、醫療避難，以及資

通、運輸與金融網絡安全等面向，強化國防、民生、災防及民主四大

韌性。針對近年臺灣防衛治理制度的調整轉型，該委員會提供了一個

觀察防衛韌性治理邏輯變化的重要平臺。

鑑於上述政策框架所呈現的跨部門特性，本文在分析上並未將各

項韌性視為彼此獨立的政策領域，而是依其主要治理邏輯與社會介入

方式，區分為國防、民生與民主三個分析層面加以檢視。其中，災防

韌性在臺灣實務中高度仰賴行政體系運作，並涉及關鍵基礎設施與地

方政府應變能力，故本文將其納入民生層面，作為連結平時治理與危

機應變的重要觀察面向。

一、國防層面：政府主導的防衛韌性

在國防層面，臺灣近年的防衛韌性政策調整，主要仍由政府主

導推動，並以強化軍事能力、後備動員與軍民整合作為核心方向。自

蔡英文總統執政期間（2016-2024），臺灣逐年增加國防預算，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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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武器系統的開發，包括作戰無人機、噴射教練機、導彈防禦系統

和海軍艦艇；並將兵役制度從四個月恢復為一年，同時推動後備部隊

與動員改革。其中，受俄烏戰爭中無人機應用的啟發，政府推動由民

間主導的「無人機國家隊」計畫，展現軍民合作的力量（Lee et al., 
2023）。

臺灣過去的「全民國防」概念主要強調民眾對政府與軍隊的支

持。自 2023年起，《中華民國國防報告書》在既有的「全民國防」
章節外，新增「強化全民防衛」章節（中華民國國防部，2023：94-
97），顯示政策論述開始由「全民國防」逐步轉向「全民防衛」，並
朝向以民眾為重要行動者的「抵抗作戰概念」發展。2025 年《四年
期國防總檢討》提出「韌性防衛，強化全社會防衛機制」，強調運

用全民防衛動員能量，透過軍民整合，統合民間物資、人力等資源支

援軍事作戰，並加強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以維持社會運作（中華民國

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2025：29）。平時由地方政府
負責編組民防團隊，執行相關工作；緊急應變時期，則由國防部協調

地方聯合應變指揮管制中心，統一調度民力支援國軍防衛任務（中華

民國 114年四年期國防總檢討編纂委員會，2025：50）。整體而言，
儘管近年防衛韌性規畫已逐步納入民間資源與社會支援元素，但其決

策權與行動主導仍高度集中於政府與軍事體系，民眾多屬被動動員或

配合角色，反映臺灣在國防層面的實踐仍主要體現全政府途徑，而尚

未轉化為以社會為主體的全社會途徑防衛韌性模式。

二、 民生層面：關鍵基礎設施維護與供應鏈韌性之局
限

在民生層面，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核心不在於軍事動員，而在於危

機情境下社會基本功能的持續運作，包括能源供應、航運物流、資訊

安全與關鍵基礎設施防護等面向。以下依據全社會防衛韌性「五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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軸」的重點項目，檢視臺灣相關制度設計與實際準備情形。7

（一）能源

在能源面向，封鎖或隔離情境下的能源庫存與供應穩定性，直

接影響民生韌性與社會承受力，是全社會防衛韌性中最具結構性限制

的環節之一。臺灣在封鎖或隔離情境下，能源庫存是影響民生韌性的

關鍵。現階段臺灣的煤炭庫存可供應 56 天，計畫至 2030 年將天然
氣庫存從 11天提升至超過 20天（Kao & Lee, 2022）。然而，臺灣
約 40%的電力仰賴液化天然氣（Liquefied Natural Gas, LNG），而
LNG 須經海運輸入，無論來自澳洲，或是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卡達，
其供應都容易受到海上封鎖或隔離的威脅（Smith, 2024）。為降低
風險，臺灣中油公司與美國錢尼爾能源公司（Cheniere）簽署為期 25
年的液化天然氣合約，以增加能源進口來源的多元化。

此外，臺灣亦積極發展自主性替代能源，如地熱發電。2025 年
5 月 17 日核能發電歸零，臺灣正式進入非核家園。然即便在非核政
策框架下，核能仍被部分研究視為具備較高穩定性的替代選項。臺灣

核電廠所需燃料主要仰賴國外供應，核能機組每運轉 18個月，必須
停機更換核子燃料，並執行相關系統、設備、組件的檢查與維修作業

（臺灣電力公司，2026）。在政治與技術條件允許的情況下，簡以
榮（Kanapathy, 2024: 122）建議臺灣可考慮興建新核能設施，或採
用先進小型模組化核反應爐（Small Modular Reactors, SMRs），為
半導體製造設施等關鍵產業提供穩定電力。基本上，臺灣在能源韌性

上已透過庫存提升與進口來源多元化進行風險管理，但高度依賴海運

進口的結構性限制，使能源安全仍主要仰賴政府層級的規畫與外交協

7.	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的五大主軸包括：「民力訓練暨運用」、

「戰略物資盤整暨維生配送」、「能源及關鍵基礎設施維運」、「社福

醫療及避難設施整備」及「資通、運輸及金融網絡安全」（全社會防衛

韌性委員會，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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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社會層級的參與及調適空間相對有限。

（二）航運

航運在民生層面中扮演連結能源、物資與對外供應鏈的關鍵角

色，其韌性高度影響封鎖或隔離情境下社會基本運作的持續性。臺灣

透過《全民防衛動員準備法》制定〈船舶編管及運用辦法〉，以納管

符合該辦法規範的商漁船，並依動員準備階段與動員實施階段的任務

需求進行調度。由於中國在灰色地帶行動中涉及執法與非軍事載具航

運，海巡署與交通部應作為主責機構，並在必要時配合國防部，演

練應對非軍事性封鎖或隔離。簡以榮（Kanapathy, 2024: 123-124）
指出，若決定挑戰中國海軍封鎖或隔離以進口能源或其他必需品，這

些商船應在無軍事護航的情況下航行；另外，在可行的條件下，臺灣

的運輸船舶應配備衛星發射器，使船員能即時直播航行過程與相關遭

遇。臺灣目前 LNG船運布局全球以達到分散氣源之目標，降低地緣
政治帶來的船運運輸風險，現有四艘天然氣專用船舶（裕民航運與日

商川崎汽船於 2025年合資再新購乙艘），其餘由進口國負責船運。
由此可見，目前臺灣航運韌性的實際運作仍高度依賴政府的法制設

計、跨部會協調與國際溝通，民間船運業者多屬執行或配合角色，顯

示該領域的防衛韌性實踐仍以全政府途徑為主，民間角色主要停留在

配合與支援層次。

（三）資訊安全

相較於能源與航運，資訊安全是臺灣少數已長期累積制度化經

驗，並逐步引入跨部會與社會參與的民生韌性領域。資訊安全防護一

直是臺灣施政重點之一，自 2001 年至 2024 年，行政院國家資通安
全會報陸續推動六個階段、各為期四年之重大資通安全計畫，以提升

整體資安防護能力（資通安全署，2024）；近期則以打造安全可信賴
的數位國家為願景，推動「建構國家資安聯防體系」、「提升整體資

安防護機制」與「強化資安自主產業發展」三大政策目標。

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於 2025年 2月提出四項重點政策，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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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全社會資安防禦韌性、提升關鍵基礎設施資安防護、壯大資安

產業，以及新興資安科技應用與合作。國家安全會議於 2025年 4月
8 日公布「國家資通安全戰略 2025」，以四大支柱與兩大基石為核
心，8整合跨部會與國際合作機制。儘管資安政策已明確納入「全社會

防衛韌性」的語彙，惟實際運作仍以政府主導的聯防體系為核心，社

會參與多集中於產業與專業社群，距離社會自主防禦模式仍有差距。

（四）關鍵基礎設施

關鍵基礎設施的安全防護，是連結國防與民生韌性的交會點，

其穩定運作攸關社會基本功能與公共安全。行政院國土安全辦公室頒

布〈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安全防護指導綱要〉，並將關鍵基礎設施區分

為九個主領域與 22個次領域，包括能源、水資源、電信、交通、金
融、醫療、政府與高科技園區等，相關單位並持續強化網路安全管理

（Administration for Cyber Security, MODA, 2023）。臺電原訂 10年
完成的「強化電網韌性計畫」，亦宣布提早四年於 2028年優先完成
關鍵區域與民生相關工程（郭建伸，2024）。行政院副院長鄭麗君
於 2025年 2月主持行政院國土安全政策會報時指示，相關關鍵基礎
設施的防護工作將參考國際最新經驗，配合「2025城鎮韌性演習」，
以不依賴國軍支援的方式，驗證民防、災防等非軍事部門體系的應變

能力。整體而言，臺灣在關鍵基礎設施防護上已建立相對完整的制度

與演訓機制，但其核心仍以政府規畫與部會執行為主，社會層級的制

度化參與及自主應變能力，仍有進一步發展的空間。

（五）災害防救

災防韌性在臺灣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政策實踐中，具有「核心測試

場域」的意義。相較於軍事防衛或能源供應等高度專業化領域，災防

8.	四大支柱為：全社會防衛韌性、國土防衛與關鍵基礎設施、關鍵產業與

供應鏈、人工智慧應用與安全；兩大基石為：建置國家資安戰情協同應

變中心、強化國家資通安全會報及資訊資安預算正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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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能夠在平時即透過演訓與制度運作，實際檢驗中央與地方政府、

民間組織與社區網絡在極端情境下的協調能力與社會承受力，因而成

為觀察全社會防衛韌性是否得以落實的重要窗口。

國家與地方層級的自然災害與人為災難應急計畫，長期以來即為

國家韌性的重要組成部分。臺灣長期面對風災、地震等天然災害，已

逐步累積救災與災後復原的快速動員經驗。總統府全社會防衛韌性委

員會於 2024年 12月第二次會議進行桌上推演，透過貼近實際的情境
想定，檢視從中央到地方各級政府面對極端情境的應對準備。2025
年 3 月，內政部與臺南市政府進一步延續桌上推演成果舉行實地演
練，並與「城鎮韌性演習」相互連結，嘗試以新的治理思維與策略方

式推動地方韌性建構，以確保在極端複合式災害情境下，社會與民生

功能得以持續運作。依據全社會防衛韌性「五大主軸」中與災防相關

的政策內容，分別從醫療體系及救災與復原能力兩個面向，檢視臺灣

災防韌性的實際運作與制度限制。

首先，臺灣醫療制度與整體醫療能力向來受到國際肯定。民間

的中華民國紅十字會、臺灣路竹會、臺灣國際醫衛行動團隊（Taiwan  
International Health Action, Taiwan IHA）、臺灣國際醫療行動協會
（International Action and Cooperation Team, iACT）、國際合作發展
基金會、奧比斯基金會、伊甸基金會、臺灣世界展望會及慈濟基金會

等組織，均長期提供醫療救助服務，並已深入臺灣社會各階層。國民

黨立委、前國防部副部長陳永康於立法院質詢時曾指出，若參照俄烏

戰爭與以哈衝突的經驗，臺灣仍有必要建立更具前瞻性的醫療整備規

畫，包括加護病房、血漿、人工皮及麻醉藥品等關鍵醫療資源的長程

準備，以建構能夠因應高強度衝突的國家醫療體系。目前，衛福部已

就緊急醫療情境的啟動機制進行規畫，包括醫院疏散與降載運作等措

施（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2024）。2025 年 3 月，全社會防衛韌
性委員會於臺南進行首次實地演練，由民間醫護人員操作軍用「前進

外科小組」裝備，模擬既有醫療量能失效情境下，於擴充之急救醫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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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所進行傷患救治。整體而言，臺灣在醫療災防韌性上具備相當厚實

的專業基礎與民間能量，但其整備與動員仍高度依賴政府部門的統籌

與指揮，民間組織多以協力與支援角色參與，顯示醫療災防韌性在治

理邏輯上亦多偏向全政府途徑。

相較於醫療體系，救災與災後復原能力更直接反映社會在極端

情境下的自我組織與調適潛力，是評估全社會防衛韌性的重要指標。

臺灣長期面對風災與地震等天然災害，已逐步培養出具備快速動員能

力的救災與災後復原體系；除各級政府外，民間組織常在救災中發揮

關鍵作用。我國國軍將救災納為核心任務之一，平時依據《災害防救

法》相關規定進行災防演練並支援災害防救，戰時則以支援軍事作

戰及緊急危難應處為主（中華民國 108 年國防報告書編纂委員會，
2019：72）。是故，在中國對臺發動軍事行動的情境下，國軍勢必
優先投入國土防衛，社會的受災修復與基本運作能力，將更大程度仰

賴地方政府與民間體系共同承擔。此一轉換凸顯臺灣社會在高強度軍

事威脅下，自主救災與復原能力仍面臨諸多挑戰。全社會防衛韌性委

員會首次桌上推演成果報告指出，各單位在應對設計上多仍以單一事

件為思考出發點，較難全面納入跨部門資源的相互依賴與連動性，顯

示未來仍有必要強化對複合式威脅的整體應變能力（全社會防衛韌性

委員會，2024）。
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於 2024年成立至 2025年 12月共舉行了

六次委員會議，針對五大主軸進行盤點、驗證與持續強化各項能力及

運作機制，相關重點請見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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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歷次會議驗證重點與社會參與方式

會議 核心政策
五大主軸

驗證重點
社會參與方式

第一次 
委員會議

2024.9.26

正式啟動全社會防衛韌性制度，設

定總目標與階段性目標、運作機

制、核心任務等，擴大政府與民間

合作，以建構國家韌性戰略溝通協

調平臺

確立五大主軸 以政府部會與委員會

成員為主，社會角色

仍以諮詢與建議為主

第二次 
委員會議

2024.12.26

進行桌上推演成果報告，驗證政府

各單位面對極端情境的應對準備，

並重新整合演習制度以強化民防與

災防體系

物資、能源、

資通、關鍵基

礎設施防護、

防災等

部分議題開始觸及民

力動員與民間支援角

色，但仍由政府主導

第三次 
委員會議

2025.3.27

移師臺南實地演練，透過實際演練

驗證「民力調度應變」、「鄰近縣

市資源整合」及「社區防災協作」

等量能

民力、災防、

跨域合作

強調地方政府、關鍵

產業與志工體系的支

援功能

第四次 
委員會議

2025.6.26

將城鎮韌性演習與國防演習結合，

聚焦社福醫療、避難設施與心理支

持體系在危機中的功能驗證

關鍵基礎設施

防護、國防與

民生整合

社會組織動員形成制

度韌性

第五次 
委員會議暨

國際論壇

2025.9.20

結合國際論壇經驗與對照，引入國

際對全社會防衛韌性的討論，強調

公私協力與制度化整備

能源、物流、

資通、關鍵基

礎設施防護、

供應鏈韌性

擴大跨國專家與跨領

域行動者參與制度化

討論

第六次 
委員會議

2025.12.23

年度成果盤點與救災案例反推，著

重從實際行動與演訓中精進政策與

制度

五大主軸整合

與回饋修正

強調跨部會、地方與

社會之長期協作

資料來源：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2025）。

自 2025 年起，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開始將原有的年度防空
「萬安」與救援「民安」演習整合為「城鎮韌性演習」進行實地驗證，

並將演訓重點置於戰時景況（戰災比例超過七成）下的各項災害搶救

作為。2025 年 3 月於臺南舉行的首次實地演練，便納入包括海嘯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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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與疏散、關鍵基礎設施不明爆炸、醫院系統遭受駭客入侵，以及認

知作戰引發治安騷亂等複合式情境，以驗證民力調度、鄰近縣市資

源整合與社區防災協作的實際量能；2025 年 6 月更配合年度國防演
習進行驗證。從歷次會議內容可見，全社會防衛韌性政策在實務推進

上，仍以全政府整合為主要運作基礎，但隨著情境演練與議題深化，

社會行動者逐步被納入防衛治理的制度韌性之中。

三、民主層面：外部威脅下的社會信任與治理張力

民主韌性係指民主國家在面對內外部挑戰與安全威脅時，得以維

持其民主制度運作、核心價值與社會穩定的能力。近年來，隨著威權

政體透過政治干預、資訊操作與社會分化等非軍事手段對民主國家施

加影響，學界與政策界逐漸關注民主政府如何在不侵蝕自由與多元的

前提下，強化制度回應能力，以抵禦外部干預並維持民主治理的正當

性（Cheeseman et al., 2024）。在此意義下，民主韌性不僅是價值層
面的規範目標，更構成全社會防衛韌性能否獲得長期社會支持與政治

信任的重要治理基礎。

（一）識別社會脆弱點

在民主層面，臺灣面臨的核心挑戰並非民主制度本身的不穩

定，而是社會內部對外部威脅的理解與敘事高度分歧，使防衛議題難

以形成最低限度的共識。既有研究指出，臺灣的政治極化主要並非源

於傳統左右派的經濟或階級衝突，而是建立於中國因素所延伸的國家

認同與統獨議題之上（Achen & Wang, 2017: 1-15）。在此結構下，
相同的國家安全事件（如中國對臺軍事演習或灰色地帶行動）往往被

不同政治立場賦予截然相反的政治與安全意涵，導致外部威脅無法自

然轉化為一致的防衛共識。

中國長期運用以「區別對待」為核心邏輯的統戰策略，針對不

同社會群體設計差異化的經濟、文化、社會、宗教與教育交流方案，

藉此形塑有利於其政治目標的社會連結與認知框架（Cabesta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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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2-300; Keng & Schubert, 2010: 287-310; Keng et al., 2017: 956-981; 
Fong et al., 2020: 6-11; Wang, 2022: 501-526; Schubert, 2024: 429-
454; Wang, 2025）。此類策略並非僅追求短期政策讓利，而是試圖透
過長期社會滲透，放大臺灣內部原有的政治分歧與認同對立，從而削

弱民主社會在安全議題上的整合能力。

面對上述風險，我國近年已將統戰與社會分化視為影響民主治

理的重要安全議題，並透過國家安全評估、行政盤點與法制調整，

系統性揭示相關風險。9然而，在高度政黨競爭與情感極化的政治環境

中，威脅揭示本身亦容易被解讀為政黨動員或立場操作的一部分。研

究顯示，選舉動員往往會強化敵對政黨之間的情感厭惡，且此類情緒

在選後並不會迅速消退，而是形成持續性的政治極化結構（蕭怡靖，

2025：1-34）。在此情況下，民主韌性的治理挑戰不僅在於是否能準
確識別外部威脅，更在於如何避免將社會內部的多元差異過度安全

化，進而侵蝕民主社會賴以維繫的信任與公共對話空間。

（二）建構民眾自我防衛的決心

民眾的防衛意志與風險認知，是民主韌性中最難以透過制度直

接塑造的環節。既有研究顯示，多數臺灣民眾能夠感知中國所構成的

安全威脅，並對衝突升高抱持憂慮（汪宏倫，2022：289-322；Wang 
& Eldemerdash, 2023: 745-759; Wu & Lin, 2024: 131-170; Wu, 2025: 
137-156）。然而，隨著中國對臺軍事演習與灰色地帶行動逐漸常態
化，部分民眾對衝突升高的風險呈現出「威脅去敏感化」的反應，對

戰爭發生的主觀評估未必隨外在壓力上升而同步提高，反而出現風險

感知鈍化與心理適應的現象。

9.	2025 年 3 月，賴清德總統召開國安高層會議檢視臺灣當前所面對的五大
國安及統戰威脅，並提出 17項因應策略，強調中國正透過經濟、社會與
文化交流等手段試圖分化臺灣社會，呼籲國人正視現存威脅並團結因應

（中華民國總統府，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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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回應此一落差，政府近年透過全民國防教育活動、青年營隊

及深化對中國識讀的教育政策，試圖強化國家認同與社會團結；同

時，法務部調查局亦成立「認知戰研究中心」，並結合民間事實查核

平臺，提升社會對認知作戰的辨識能力；國防部全民防衛動員署亦於

2025 年 9 月印製《當危機來臨時：臺灣全民安全指引》進行家戶普
發。不過，若此類政策過度倚賴自上而下的訊息傳遞與風險警示，而

缺乏社會自主討論與共同詮釋防衛意義的空間，則可能難以累積長期

且內生的防衛意志。相反地，防衛敘事若成為國內政黨競爭的差別化

議題，反而可能削弱民主韌性所仰賴的社會信任與團結。

（三）政府溝通、社會對話與國際合作

在民主體制下，溝通能力不僅是政策宣傳工具，更是維繫政府與

社會信任關係的關鍵治理能力。政府對內需持續向民眾說明潛在威脅

與政策規畫，並確保訊息透明與可理解性（Fiala, 2020: 7-17）。臺
灣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透過多元媒體即時溝通的經驗，顯示有效溝通

有助於提升社會對政府作為的信任。面對中國混合與灰色地帶脅迫，

臺灣亦透過與理念相近國家的智庫交流、桌上推演與象徵性軍事互

動，持續深化國際合作關係。

民主層面所揭示的關鍵挑戰在於：全社會防衛韌性並非僅靠制度

設計或資源投入即可實現，其成效高度取決於政府是否能在安全需求

與民主治理之間取得平衡。當防衛韌性治理過度集中於全政府途徑，

而未同步建構社會參與及公共對話的制度基礎時，反而可能削弱民主

韌性本身，影響全社會途徑的可行性與正當性。

本文觀察到，除民間救災、無人機國家隊及民間認知作戰查證

平臺等由社會主體主動發起的案例外，臺灣現行防衛韌性政策多仍屬

全政府途徑。若政府過於積極以行政動員方式推動全社會防衛韌性，

可能使部分民眾感受到言論與行動自由受到壓縮，或加深對戰爭臨近

的心理壓力。借鑑前述國家的經驗，本文認為在強化全政府途徑的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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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應同步思考全社會途徑的制度化發展架構，使民眾能以更自主的

方式參與防衛韌性的建構。

伍、由全政府邁向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治理轉向

前文透過北歐與波羅的海國家的比較分析，說明全政府與全社會

途徑在防衛韌性治理上的不同邏輯與制度條件。然而，國際經驗並非

可直接移植的政策範本，其分析價值在於能否被轉譯為檢視臺灣治理

現況的分析基準。表 3對照國際經驗提出可供借鑑之治理原則。

表 3　臺灣全社會防衛韌性之轉型方向與制度條件
分析層面 臺灣現況 可供臺灣借鑑之治理原則

國防層面

偏向WoG
民防體系存在，但多屬配合角

色；缺乏制度化、常態運作的

民間志願防衛組織

1. 防衛參與由臨時動員轉為平時制度化
2. 地方層級穩定銜接中央防衛與社會參與
3. 公私協作內嵌於防衛體系的常態運作

民生層面

偏向WoG
能源、航運與物資調度高度仰

賴政府規畫；災防體系成熟，

但演訓仍以行政體系主導

1. 地方與社區承擔民生韌性的平時運作
2. 關鍵基礎設施具備分散化的專業承載
3. 資安治理轉向常態化公私協作模式

民主層面

轉型中

防衛議題高度政治化；國家認

同分歧加深治理難度

1. 防衛共識能在政治分歧下維持穩定
2. 威脅認知分歧透過制度加以吸納與處理
3. 防衛議題避免轉化為政治對抗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製作。

一、社會支援納入國家防衛治理體系

臺灣在國防層面的防衛韌性建構，仍高度依賴政府與軍事體系主

導，民眾多為被動動員或支援角色。相較之下，北歐、波羅的海國家

與烏克蘭的經驗顯示，國防韌性的深化，往往建立在社會成員能夠成

為制度化行動者的基礎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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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從全民國防走向全民防衛

傳統全民國防與全民防衛之間的關鍵差異，不僅在於防衛目標的

設定，並且在於民眾是否被視為具備實質行動能力的防衛行動者。在

全民防衛的框架下，民眾不再僅是支持政府與軍隊的對象，而是需透

過制度化準備，具備在危機情境中承擔防衛角色的能力。此一轉變意

味著防衛韌性的深化，必須建立在政府部門、民間組織與社會成員之

間長期且穩定的合作關係之上，而非單次動員或政策宣示。

2024 年《國防報告書》指出，臺灣現行民防系統主要由保安警
察、地方政府轄屬民防團隊與替代役等人員組成，其目標在於保護

平民、確保必要公共服務的持續運作，並於衝突期間支援軍事行動。

相較之下，部分國家所發展的民眾志願防衛組織，如家防隊（home 
guards）或防衛聯盟（defense leagues），則強調平民在制度化架構
下的主動參與，並以培養社會整體防衛意志為核心。

以烏克蘭為例，2014 年頓巴斯衝突爆發初期，由民間力量自主
編成的志願營（volunteer battalions），在短時間內有效遲滯親俄武
裝勢力的推進，為基輔當局爭取了進行軍事重整與改革的時間（楊維

能、鄒琮隆，2023：9）。然而，這類志願組織的防衛效果，並非單
純來自民眾動員本身，而是後續能否透過法規與制度設計，將其納入

國家防衛體系之中。李喜明（2022：419-448）即曾指出，波羅的海
三國透過制度化的志願防衛組織，成功將社會防衛能量納入國家防衛

架構，並與烏克蘭國土防衛部隊的經驗形成可供比較的案例。此類模

式的潛在價值，在於其不僅補充正規軍事量能，更可透過社會廣泛參

與，強化拒止與深層嚇阻效果。然而，相關經驗亦顯示，此類制度須

建立在清楚法源、地方政府支持與高度社會信任的前提之上。

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於 2024年提出，未來將依民防法充實約
40 萬可恃民力，隨即在臺灣社會引發不同反應。此一爭議顯示，防
衛動員在民主社會中，並非單純的能力問題，而涉及社會接受度與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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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正當性。相較於自上而下的行政動員，部分國家經驗顯示，若由地

方政府提供制度化支持，開放民眾以自願方式參與相關訓練與準備，

或有助於降低社會反感並逐步累積防衛能量。例如芬蘭透過由地方政

府、警政人員與社區成員共同組成的安全委員會，鼓勵公民參與社區

層級的安全規畫與執行，並透過持續宣講與演練提升居民的風險意識

與參與感。此類由社區逐步發起志願組織的模式，提供了一條相對低

政治摩擦，但可長期累積社會防衛能量的可能路徑，亦凸顯全社會途

徑須以地方治理與社會信任為基礎。

（二）公私部門合作創新

在前文民生與科技層面的分析中可見，政府雖已意識到民間創新

對防衛韌性的價值，但實際運作仍以專案式合作為主，尚未形成穩定

的全社會途徑。烏克蘭於俄烏戰爭期間成立「Brave1」，作為戰場需
求與國內外技術開發者之間的快速對接平臺，顯示私營部門在高度不

確定情境下具備回應速度與技術彈性（Kramer et al., 2024: 16-17）。
芬蘭則透過制度化的公私協作機制，將網路安全與關鍵技術視為社會

共同責任。相較之下，臺灣雖已成立國防創新小組，並將無人系統視

為重要研發項目，但若缺乏配套法規與清楚的風險分攤機制，民間企

業仍可能傾向被動參與，而難以成為防衛韌性長期建構的共同主體。

二、民生關鍵基礎設施與災防體系的治理轉向

（一）民間參與關鍵基礎設施與民生系統維護

在芬蘭的社會安全策略中，社會各界的參與被視為是執行國家

安全優先事項的重要組成部分，民生設施與關鍵基礎設施的防護不僅

是政府責任，更是一項社會共同任務。例如，在赫爾辛基港等重要關

鍵基礎設施中，芬蘭透過公私協力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 
PPP），確保危機期間的營運連續性與供應鏈安全，並透過聯合訓練
與態勢感知共享，串聯約 1,500家企業共同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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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脫維亞亦於平時即對部分民間公司指定動員任務，鼓勵現職與

離職員工自願參與國民兵與國家武裝部隊，以強化關鍵基礎設施在危

機時的防護能力。這些經驗顯示，關鍵基礎設施的韌性並非僅仰賴政

府跨部門協調，而須透過制度化方式，將民間行動者納入防護體系。

臺灣目前多數關鍵基礎設施都交由官方部門管理與保修，雖有部

分電廠民營化，但這些電廠在危機時如何確保設施能夠正常運作，需

要加強民間企業與民間組織的技職教育與訓練，使民間將這些民生與

關鍵基礎設施視為如同自己財產般的重要資產。推動私部門實質參與

的核心挑戰，在於企業運作遵循成本效益與及時生產的市場邏輯，而

韌性建構往往意味著設置冗餘與閒置產能，兩者存在本質上的衝突。

因此，政府可思考從行政動員，轉向建立如芬蘭「國家緊急供應基

金」提供公私協作的經濟誘因與風險分攤機制（National Emergency 
Supply Agency, 2024），以強化私部門的參與誘因。

（二）民間企業參與網路防禦與通訊韌性

有效檢測與防禦攻擊至關重要，此範圍涵蓋資訊基礎設施、數

據網絡、電信系統及控制設備，需要軍方、政府機構與民間組織協

作。此外，為確保通訊穩定，可投資美國及盟國的低地球軌道（Low-
Earth Orbit, LEO）衛星網路，並研究如何在網路或電信中斷時維持
社會運作。俄烏戰爭中，烏克蘭成功地反制俄羅斯的網路攻擊，其

關鍵因素就是跨國合作努力的成果，包括許多大型跨國科技公司，如

Google、Microsoft及社交媒體巨頭 Meta，與英美等西方國家的科技
機構，共同對抗俄羅斯的網路攻擊，這些民間機構已成為烏克蘭重要

的防衛基礎來源。

在 2024年「全球安防 50強」（Security 50）業者排名中，臺灣
安全監控產業已有六家業者上榜，其中連續 12年入榜的安全監控廠
晶睿通訊（VIVOTEK）排名第 14位，成為臺灣唯一躋身前 20強的
安防企業，代表臺灣民間的安全監控產業已具有相當的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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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應提供誘因與鬆綁相關法規限制，由國內廠商與國際大廠來主

導，依據全社會防衛韌性需求，強化網路防護能力。

（三）災防韌性作為全社會途徑的核心測試場域

救災和重建的成功依賴於政府與社會之間的有效合作，政府應該

鼓勵和支持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並在政策制定中考慮他們的意見和

需求。在救災和災後重建過程中，社會各界的參與被視為提升韌性的

重要因素，這不僅能夠增強社區的應對能力，還能促進社會凝聚力和

信任感的建立。救災過程中，基層社會組織和民眾的參與被認為是關

鍵，這些參與者能夠提供地方知識和資源，幫助制定更有效的應對策

略和重建計畫。

唐景俠等人（Tang et al., 2024: 1）指出，社區領袖在提升社區
災害準備方面扮演關鍵角色，然而臺灣現行相關培訓仍偏重程序性演

練，對於災害風險認知與醫療應對等關鍵能力仍有不足。這顯示，災

防韌性雖是臺灣相對成熟的領域，但其制度化仍以全政府途徑為主，

社會能動性尚未完全轉化為長期防衛韌性。

臺灣長期面對風災與地震等天然災害，民間已累積相當災防

經驗。然而，如何將此一因應自然災害的社會韌性，轉化為面對

人為衝突與複合式威脅的防衛能力，仍有賴持續的社會溝通與制度

設計。例如芬蘭透過民間組織與社區大學開設社會韌性相關課程

（Turvallisuuskomitea, 2024），推動社區參與和志願者網絡，逐步
累積社會信任與協作經驗，提供了一條由民生與災防領域，向全社會

途徑防衛韌性延伸的可行路徑。

三、民主政治中防衛議題的政治分歧處理

民主韌性係民主國家在面對內外部挑戰與安全威脅時，維持民主

制度運作、核心價值與社會穩定的能力。相較於國防與民生層面的制

度建構，民主韌性更直接涉及政治正當性、社會信任與公民接受度。

在全社會防衛韌性的推動過程中，若缺乏民主韌性作為支撐，防衛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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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措施反而可能引發社會疑慮，削弱政策的長期可持續性。

（一）公民參與民主機制與世代、群體對話

三一八學運可視為臺灣公民社會展現高度動員與民主對話能力的

經驗案例。林澤民與蘇彥斌（2015：123-159）指出，該運動的組織
者與參與者透過行動電話與網際網路進行動員，使集體行動得以在短

時間內由多人「囚徒困境」轉化為多人「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林麗雲（2016：251-269）亦指出，面對主流媒體報導偏差，
學生自發組成報導團隊，建立編輯守則與共同審稿機制，形成具責任

感的公共溝通空間。

此一經驗顯示，民主對話機制的有效性，往往源自公民自發行

動，而非行政主導。此類公民動員與民主對話機制之所以能夠累積公

共信任，關鍵在於其自發性與相對去政治化的運作條件。若政府過度

介入或試圖將其制度化為特定政策工具，反而可能削弱其原有的公共

正當性，使民主參與從協調機制轉化為政治動員，進而侵蝕民主韌性

本身。

（二）社區自主組織與民主韌性的制度功能

社區自主組織在民主韌性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非僅在於互助或動

員能力，而在於其作為低政治張力、日常化參與空間的制度功能。透

過社區層級的公共事務參與，居民得以在非高度對立的情境下累積合

作經驗，並建立對公共決策過程的信任。值得注意的是，社區自主組

織在強化民主韌性方面的正向功能，亦建立在其非政黨化、非敵我劃

分的日常治理基礎之上。當社區層級的公共議題被過度納入政治或防

衛框架，雖可能提升短期動員效率，卻也可能加劇社會分化，削弱長

期民主信任的累積。

（三）公民教育、國家認同與政治中立的張力

部分北歐國家如芬蘭，透過在學校教育中納入國防與安全相關

課程，協助學生理解國家外交與安全政策，並以此培養公民責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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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類公民教育之所以得以長期運作，關鍵在於其制度設計能維持政治

中立性，並避免與特定政黨立場過度連結。在臺灣情境下，民間組織

如黑熊學院、救國團等，若能以跨政黨、跨世代對話為核心，提供公

民教育與公共討論平臺，較有助於提升社會接受度。然而，若相關活

動被視為政府或政黨動員的延伸，反而可能引發反效果，削弱民主韌

性。

整體而言，民主韌性並非透過政策宣示即可快速建構，其核心在

於公民是否願意參與及是否信任相關制度安排。在全社會防衛韌性的

推動過程中，若過度依賴全政府途徑，容易使防衛議題高度政治化，

進而引發對言論自由、行動自由或戰爭臨近感的疑慮。尤其，當相關

教育與社會動員被視為特定政黨或政府立場的延伸，反而可能引發反

效果，使原本旨在強化民主韌性的作為，轉而成為新的政治爭議來

源。是故，透過公民社會自主發起、由下而上的民主實踐，並從較無

爭議，如學習自救與救生能力等科目著手，將成果回饋至政府決策體

系，較有可能在不侵蝕民主韌性的前提下，逐步累積社會防衛共識。

陸、結論

不可諱言地，當前臺灣所面臨的最主要安全威脅，是來自中國持

續升高的軍事與非軍事脅迫行為。自 2022年 8月以來，中國人民解
放軍在臺灣周邊所採取的「低於戰爭門檻」行動，已逐漸常態化，並

結合認知作戰、法律戰與灰色地帶行動，針對臺灣社會的制度縫隙與

心理脆弱點施加壓力，以推進其政治目標。在此背景下，「全社會防

衛韌性」不僅成為政策論述中的重要概念，也逐步被納入臺灣國家安

全治理的核心議程。

本文主張，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建構並非線性推進或單一路徑選

擇，而是一個須隨威脅型態動態調整的政策過程。此一動態框架應建

立在「層級化應變」與「動態優先序」的權責機制之上：由國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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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主導總體戰略決策，並由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作為平時的跨部

會協調與社會賦能平臺，而災害應變中心則為危機發生時的具體執行

節點。例如當外部威脅主要體現為灰色地帶行動時，應以委員會為

核心，透過公私協力厚植社會能量。反之，若威脅情境轉向「速戰速

決」或「斬首」型軍事行動，國家依法進入動員實施階段，則須迅速

轉軌為國防部主導之防衛機制。此情境下，情報需求側重於「情報去

中心化」，利用民間通訊備援與基層社區節點建立複層式情報網絡，

確保在中樞受創或通訊受阻時，基層仍能掌握並回報即時情資。在地

方層級，依據全民防衛動員體系，原有的災害應變中心應轉換為「聯

合應變指揮管制中心」，由地方首長指揮並配合各作戰區，統合運用

民防團隊與民間資源進行損害管制與支援軍事作戰。

在理論與比較層面，本文透過整理各國對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實踐

經驗，區分出「全政府」與「全社會」兩種主要發展途徑。波羅的海

三國在高度外部威脅下，透過政府主導的跨部門整合與制度動員，展

現出強烈的全政府途徑特徵；相較之下，芬蘭與瑞典則因長期累積的

社會參與基礎與高度制度信任，使防衛韌性得以逐步內化為社會日常

運作的一部分，呈現較成熟的全社會途徑樣貌。兩種途徑雖在運作邏

輯上有所差異，但其共同目標皆在於確保國家與社會在面對危機時，

仍能維持基本功能與政治穩定，且兩種途徑並非完全不相容。

回到臺灣情境，本文的分析顯示，現階段全社會防衛韌性的實

踐，仍以全政府途徑為主，社會參與多集中於政府設計的制度框架之

內。此一發展路徑，在短期內有助於提升政策整合與行動效率，但亦

可能在民主治理脈絡下，面臨社會接受度與政治正當性的限制。相較

於芬蘭透過「公私合作模式」與「國家緊急供應基金」建立的制度化

機制，臺灣在推動全社會參與上仍存在顯著的法制與誘因缺口。現行

體制過於依賴自上而下的行政動員，缺乏能有效解決民間企業在追求

市場效益與承擔韌性備援（冗餘成本）之間衝突的經濟補償與風險分

擔機制。因此，本文並未將全社會途徑視為必然或立即可行的替代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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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而是強調其作為一項中長期發展方向，須建立在社會信任、制度

清晰與公民能動性逐步累積的基礎之上。

目前，新成立的「全社會防衛韌性委員會」提供了一個整合政

策討論與跨部會協調的平臺，其實際功能與影響力，仍有賴後續制度

運作與社會互動的觀察。本文認為，在政府持續強化全政府途徑的同

時，若能將災防救助、社區安全與民生韌性等低政治摩擦領域作為擴

展社會參與的切入點，或可逐步培養符合臺灣民主條件的全社會防衛

韌性。全政府與全社會途徑之間，並非非此即彼的選擇，而是一種需

隨威脅變化與社會條件調整的協同發展關係。最後需要說明的是，本

文並未主張「全社會」途徑為臺灣防衛韌性的唯一或必然發展方向，

也不假定其可在短期內全面取代既有的全政府治理模式。相反地，本

文旨在指出，在不同威脅型態與社會條件下，防衛韌性治理的重心可

能產生位移，其可行性與效果高度取決於制度信任、社會接受度與民

主治理條件。未來研究建議可進一步透過跨國比較或實證資料，檢視

不同治理組合在特定情境下的實際成效，或進而探討我國外島地區

（如金門、馬祖）在高度軍事壓力與相對孤立的環境下，如何建立具

在地特色的全社會防衛模式。

 收件：2024年 12月 9日
 修正：2025年 9 月 4日
 採用：2026年 2 月 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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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employs the Whole-of-Government (WoG) and 
Whole-of-Society (WoS) approaches as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to 
examine the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and evolutionary logic of 
defense resilience under varying governance models. By analyzing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s of Nordic and Baltic countries, this study distills 
differences in actor configurations and policy integration mechanisms 
to serve as a benchmark for evaluating the current status in Taiwan. 
Research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construction of defense resilience 
in Taiwan is currently still characterized by an administratively led 
WoG model, with institutionalized participation at the societal level 
remaining in its nascent stag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key to 
deepening defense resilience lies not in the expansion of singular 
policy instruments, but in the stable integration of societal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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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o the governance architecture, the accumulation of routine capacity-
building mechanisms, and the handling of divergences regarding 
defense issues within a democratic system.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overnment transition from administrative mobilization toward the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 incentives and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PPP), embedding defense responsibilities into daily operations 
to gradually achieve a transformation in the center of gravity of 
governance.

Keywords:  Whole-of-Society Defense Resilience, Whole-of-Society 
Mode l ,  Whole -o f -Governmen t  Mode l ,  Democra t i c 
Resilience,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